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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于宏源１

（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要： 多利益攸关方是弥补《巴黎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

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且实现了自身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 多利益攸关

方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气候治理多维“软权力”、谈判议题内容设置与调整。 究其发展动因，
不仅是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谈判参与政治空间扩大化，而且是全面提升气候治理行动

的重要选择，更是联合国“零排放竞赛”等重塑气候治理权威的需要。 然而，多利益攸关方在参

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依然存在价值诉求差异、代表非均衡性、独立性较弱等种种局限。 为

此，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以实现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气候治理的有序参与，同
时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路径实现气候治理的有效参与，并突出多利益攸关方在气

候治理体系规则中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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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是当代最复杂的系统性治

理，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多元行为体和多维

治理机制在内的机制复合。 “多利益攸关方”这
一概念相继出现在《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

特利尔协议书》《联合国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

针》《生物多样性公约》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等谈判过程和内容中。 从全球气候治理

与谈 判 来 看， “ 多 利 益 攸 关 方 ” （ Ｍｕｌｔｉ －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概念的确定是一个渐变过程。 在早

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中，
“缔约方（Ｐａｒｔｙ）、非缔约方（Ｎｏｎ Ｐａｒｔｙ）”使用最

多，重心是国家，彰显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框

架。 为了增加气候治理雄心，并体现气候变化

治理全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之后的系列谈判

开始倾向使用“多利益攸关方”或者“非缔约方

利益攸关方” （Ｎ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本文将

统一用 “多利益攸关方” 来表述，以 “利益”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一词将非国家行为体纳入全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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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治理这一人类公共利益问题当中。 包括了社

会组织、跨国公司和城市等在内的“多利益攸关

方”主体，使得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框架在概念基

础上实现了主体的包容性突破。
传统的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参与、执行、资金

等多重集体行动赤字，而以社会组织、跨国公司

为代表的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舞台上的不

断活跃，被认为是弥补单一国家中心气候治理

模式不足的重要支撑，以主权国家行为体为中

心的气候治理逐步过渡到国家与多利益攸关方

行为体并存的形态。 ２０１９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

会和 ２０２０ 年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都强调多利

益攸关方合作对实现《巴黎协定》２℃升温目标

及碳中和的重要性，并首次在上述联合国峰会

议程中将主权国家领导人和非国家行为体代表

的发言位置并列。① 本文力求分析多利益攸关

方在全球气候治理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变迁及在

此变迁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支持和功能表征，并
对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展开多元动

因阐释，最后总结了当前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

候治理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发展路径。

一、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和

治理的发展进程

　 　 多利益攸关方的出现主要是指国际法参与

主体的多层和多元化现象。 联合国气候变化政

府间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积极推动多元、多层级

且普遍参与的全球气候治理，其中公私伙伴关

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工具，既可以作为权

力下放的实施保障，又可以为政治对峙提供缓

冲。② 对于“国家中心”的传统治理范式，已经有

很多学者进行了反思，他们大多都倡导主权国

家应接纳更多主体，采纳多中心路径，实现全球

治理的范式调整。 奥兰·扬（ Ｏｒａｎ Ｙｏｕｎｇ） 提

出，治理体系中的碎片化成分既可以产生有效

互动，也可以转向僵局，关键在于进行互动整

合，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更要关注碎片化主体间

的互动和调整。③ 在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

候治理层面，庄贵阳总结归纳了次国家行为体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定位理论，提出多层

治理和平型外交在气候变化博弈中的作用；④笔

者强调全球气候“自下而上”治理的特点⑤和非

国家行为体的作用。⑥ 各种不同理论的兴起与

发展为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合法性

做了充分铺垫，增强了多利益攸关方在全球气

候治理体系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多利益攸关

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参与路径

和议程设置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第一，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谈判和

治理的地位上升。 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巴黎协定》等为核心的全球气候谈判过

程中，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的话语权经

历了不断提升的演进过程。 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就将气候治理提上国际政治议程。
经历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７
年《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气候政治谈判，全球

气候危机关切空前高涨。 但彼时，“京都时代”
的治理模式仍是以主权国家为条约主体，主权

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

进程中，作为第三代集体人权的环境权成为全

人类公权范畴，社会组织、跨国公司、地方和社

区、个人等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的国际

责任感得到提升。 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的国际重要气候谈判中逐渐出现，但
其数量和有效参与都未得到国际条约普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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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转型———城市与城市网络的角色”，《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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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要强

调“社会组织”这一有限主体范围参与气候治

理，而对城市、个人等涉及很少。 《京都议定书》
履约后，全球气候谈判进入新阶段，多利益攸关

方的参与得到飞速发展，以社会组织与国际社

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谈判中实

现了数量增长和身份转变。 ２０１１ 年召开的德班

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变革动力”倡议，使非缔

约方也成为全球低碳转变的重要主体。 ２０１２ 年

召开的多哈气候大会则强调了民间社会和私营

部门在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损失与损害等

方面的贡献。 ２０１５ 年，《巴黎协定》以正式公约

的形式规定：“欢迎所有非缔约利益攸关方，包
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城市和其他

次国家级主管部门努力处理和应对气候变

化。”①这使得气候治理不仅仅是国家自主贡献

“自下而上”，也包括多利益攸关方“自下而上”
的努力，从而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新纪元。
２０１６ 年，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发表了《马拉喀

什全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强调缔约方和非缔

约利益攸关者合作的基本原则。② 《马拉喀什全

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的主体包括社区、公民和

消费者、社会组织、工会和劳工组织、以信仰为

基础的组织，以及本土居民等，同时，上述多利

益攸关方主体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也形成了

多种议题联盟，包括工商类社会组织、环境类社

会组织、农业类社会组织、原住民组织、地方政

府和自治政府、研究性独立社会组织，以及青年

社会组织等。③ ２０１７ 年，波恩气候大会将“促进

性对话机制”（Ｔａｌａｎｏ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引入气候谈判，
形成了基于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政治协商和对

话机制。 “助力淘汰煤炭联盟” “Ｃ４０ 城市气候

领导联盟”“生态出行联盟”等气候关系伙伴在

相关谈判中实现了气候治理共商共建。 至此，
从哥本哈根时代到巴黎大会，气候变化成为该

时期全球治理的热点，多利益攸关方从协助各

国气候议程设置、推进全球媒体和环境舆论动

员，以及营造全球气候多边舞台等方面推动了

气候谈判不断发展，其参与气候谈判的话语权

不断跃升。 ２０１８ 年，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继

续推进“促进性对话机制”，以此促进各层次的

多利益攸关方广泛参与；２０１９ 年，在马德里举行

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强调多元化、多层级和多维

度主体参与，１４ 个地区、３９８ 座城市、７８６ 家企业

和 １６ 个投资方在气候大会宣布，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

二氧化碳（ＣＯ２）净零排放，并已有超过 ２ ３００ 个

多利益攸关方正式注册参与气候大会。 ２０２０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雄心会议以来，由联合国倡议

的“零排放竞赛”（Ｒａｃｅ Ｔｏ Ｚｅｒｏ）作为汇聚多利

益攸关方零碳努力的全球运动兴起，④它旨在促

进企业、城市、地区和投资者的合作与支持，实
现低碳、健康、有韧性的绿色经济发展。 目前已

经有 ４５４ 个城市、２３ 个地区、１ ３９７ 家企业、７４ 个

最大的投资者和 ５６９ 所大学参与根据联合国倡

议形成的净零倡议联盟（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Ｃｏａ⁃
ｌｉｔｉｏｎ）⑤。

第二，多利益攸关方通过更灵活的机制影

响气候谈判与治理进程。 多利益攸关方主体凭

借灵活参与、媒体报道和社会监督等不断影响

气候大会谈判的权力构造：首先，多利益攸关方

运用灵活的谈判参与方式，促进各主权国家就

都能接受的方案达成共识，尤其是在谈判陷入

危机时，帮助弥补治理赤字和合作困境。⑥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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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马拉喀什大会提出推进包括通过 ２０２０ 年前气候行

动和多利益攸关方高层对话的技术审查进程；通过各种活动展示新

的举措和更大的目标，包括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机构的会

议及其他相关论坛一起举办的活动，并举办年度气候行动高级别活

动缔约方每届会议，旨在通过上述行为者和倡议实现《巴黎协定》宗
旨和目标，并支持国家数据中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传达。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Ｎｏｎ⁃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ＵＮＦＣＣＣ， Ｍａｙ １８，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 ｐａｒｔｉｅｓ－ｎｏｎ－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 ｎｏｎ－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ｎｏｎ－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ｋｅ⁃
ｈｏｌｄｅｒｓ＃ｅｑ－１．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ｃｅ ｔｏ Ｚｅｒｏ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ＵＮＦＣＣＣ， Ｊｕｎｅ
５，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 ／ ｒａｃｅ－ｔｏ－ｚｅｒｏ－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ｅｑ－１．

Ａｌｉｃｅ Ｇｒｕｎｄｙ， “ ＵＮＦＣＣＣ Ｒａｃｅ ｔｏ Ｚｅｒｏ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Ｐｕｓｈ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ｗｓ， Ｊｕｎｅ ５，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ｕｒｒｅｎｔ － ｎｅｗｓ．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ｕｎｆｃｃｃ － ｒａｃｅ － ｔｏ － ｚｅｒｏ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ｐｕｓｈｅｓ－ｆｏｒ－ｎｅｔ－ｚｅｒｏ－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ｃｔｏｒｓ．

ＩＰＣ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ＩＩ， “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２０７－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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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地球之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

金会、绿色和平组织等社会组织，运用自己的品

牌效应，在气候治理国际协议成功缔结的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① 其次，多利益攸

关方通过新闻传播等手段使气候治理传播到公

共领域，构建公共传播绿色领导力，对全球气候

治理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② 最后，多利益攸关

方以自己的专业化智识增强了气候治理的科学

权威，其中包括气候链联盟（ＣＣＣ）以区块链技

术加强气候变化的数字追踪与核查等。 与此同

时，多利益攸关方的社会监督作用也是其影响

力的重要体现。 联合国为了构建多主体参与的

气候雄心网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建立多利益攸关方气候行动追踪平台（ＮＡＺ⁃
ＣＡ）。 该平台按照城市、地区、公司、投资者及

组织等行为者的类型划分，以国家为单位对行

为者气候行动实行登记并进行气候行动数据公

布，旨在提高气候行动的透明度并加强多利益

攸关方的进展跟踪，气候行动追踪平台为集体

气候行动的国别及地域差距提供透明化的数据

平台。 此外，联合国气候变化雄心峰会同样发

挥了多利益攸关方的社会监督作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联合国、英国和法国联合主办的

气候变化雄心峰会上，来自政府、企业和民间社

会的代表强调共同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以社

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利益攸关方的监督有效减少

了有关国家“搭便车”的动机，并且为相关国家

带来了“双重红利”：它不仅标志着对气候合作

的认可，而且还允许各国通过第三方平台的监

督提高相互协作水平。③

第三，多利益攸关方推进了气候治理“优先

议题”设置、促进了气候谈判议题动态调整与变

革。 在议题的选择上，多利益攸关方要设法选

择与本身利益相关又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议

题，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④ 在议题设

置上，联合国气候公约秘书处提出以缔约方与

非缔约方共同利益为导向，为联合国气候谈判

确立优先议题事项，从而提升多利益攸关方参

与气候大会的积极性，《马拉喀什全球气候行动

伙伴关系》通过结构化的框架鼓励多利益攸关

方参与气候大会。 而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优
先领域行动追踪草案》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ｅｒ）也为多利益攸关方推动气候大会的议

题调整提供了框架。 由图 １ 可见，除上述共同

优先议程外，多利益攸关方将据此不断向联合

国气候大会论坛提议新的议题调整，以实现包

容性增长，更多地纳入之前不被重视或边缘化

的领域。

图 １　 年度多利益攸关方参与《优先领域行动追踪草案》
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４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ｇｎｕｓ Ｂｏｓｔｒöｍ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Ｔａｍｍ Ｈａｌｌｓｔｒöｍ， “ＮＧＯ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ｔ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０， ｐｐ．３６－５９．

“‘气候危机也是海洋危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最新报告强调气候对海洋和冰冻圈的威胁”，
绿色和平组织，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ｒｅｅｎｐｅａｃｅ．ｏｒｇ．ｃｎ ／
ｍａｊｏｒ－ｉｐｃｃ－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ｏ －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ｔｈｒｅａｔｓ － ｔｏ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
ｏｃｅａｎｓ－ａｎｄ－ｆｒｏｚ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ｓ ／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 Ｐａｌｌａ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Ｕｒｐｅｌａｉｎｅｎ， “ＮＧＯ 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７， Ｎｏ． １，
２０１２， ｐｐ．１－３２．

王彬：“国际议程设置：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对话”，《理
论视野》，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８－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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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气候治理下多利益攸关方

发展的动因

　 　 自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

成以来，传统基于主权国家的气候政治博弈在

全球集体行动中时常产生治理赤字，导致无法

实现控制全球升温的人类利益。 多利益攸关方

在气候谈判的历史初期并未得到应有重视，在
“后巴黎时代”，多利益攸关方逐渐走向气候谈

判中心，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究其原因，可
从国际法演进、气候谈判权力结构转型、美国等

大国气候领导力赤字，以及联合国自身改革等

维度分析：
第一，从国际法维度来看，气候治理规则体

系碎片化为多利益攸关方提供了更多的制度参

与空间。 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①主要体现为气

候治理领域的扩展与气候治理国际、国内法治

体系的脱节。 随着可持续发展指导原则的功能

性扩展，大气部门、能源部门、农业部门、交通部

门、海洋部门和经济部门等重要领域都进行了

气候治理低碳嵌入。 不同部门都有特定的气候

调整对象，相互独立，自成一体，特别是农业与

交通运输等部门在追求经济效率时容易与环境

保护之间发生权益冲突，气候治理领域的扩展

导致气候治理体系的横向治理难度加大。 与此

同时，气候治理法制体系脱节现象严重，联合国

体制下《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 《京都议定书》
和《巴黎协定》奠定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基

础；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ＡＰＰ）、欧洲

气候变化计划（ＥＣＣＰ）等形成了区域性气候治

理规则；南非《国家气候变化法案》、美国《清洁

安全能源法案》等气候法律法规构造了国内气

候治理体系，因此，“国际法碎片化特征导致相

关制度安排呈现出分而治之的状态”，②国内气

候治理政策与全球、区域性气候治理条约在规

则标准、实施机制上也有较大不同。 气候治理

本身集多元化的利益、权力、信息与信仰于一

身，很难形成一种综合的、一致的体制规则，而
最后产生的各种治理规则共存的治理方案，也

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多利益攸关方的制度参与

空间。③

第二，气候变化治理的权力结构逐渐下沉，
“软治理”“软权力”逐渐上升。 多利益攸关方

通过多维“软权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弥补了全

球气候治理体系中主权国家政治博弈的集体行

动赤字。 气候治理体系是主权国家构成的网络

化结构，④当前来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绝

对主权化的气候行动使得《巴黎协定》落实乏

力。 其中，利益集团的分散与不规律重组又是

气候治理“共治”困境的重要原因。 欧盟（ＥＵ）、
伞形集团（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Ｇｒｏｕｐ）及“７７ 国集团和中

国”（Ｇ７７＋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谈判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的三个

关键谈判联盟。 在国际权力变迁的复杂背景

下，集团内部利益与政治博弈也存在结构性变

化，⑤诸多国家谈判集团利益诉求不一，导致通

过全球政治谈判达成自上而下的共识成功率趋

于降低。 推进全球自愿参与和自下而上的气候

行动需要软治理，主权国家处于物质能力基础

上的结构性领导地位，而多利益攸关方则保持

在以社会监督、舆论传播等为基础的软权力层

面。⑥ 可见，气候变化“软治理”整体基调衍生出

多利益攸关方多元化的参与路径。 而《巴黎协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ＵＮ， Ａｐｒｉｌ １３，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 ／ ｉｌｃ ／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ｃｎ４＿ｌ６８２．ｐｄｆ．

龚向前、侯阳：“国际法‘碎片化’与‘问题衔接’———基于

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分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４３－５４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Ｇ． Ｖｉｃｔｏｒ， “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９，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７－２３．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ｕｒｒｅｌｌ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ｕｒｒｅｌｌ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 ｅ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ｐ．１－４７．

例如，“７７ 国集团和中国”内部成员间的差异较大。 “７７
国集团和中国”分化成许多小型集团：新兴经济体（又称基础四

国，ＢＡＳＩＣ）、拉美社会主义国家（ＡＬＢＡ）、非洲国家、小岛国联盟

（ＡＯＳＩＳ）、最不发达国家（ＬＤＣｓ），以及石油生产国（ＯＰＥＣ）等。
徐崇利：“以利益为本位的制度谈判理论———基于有关国

际环境条约的实证分析”，《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７
卷，第 １－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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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确立的自下而上的“自主贡献制度”并未规

定国家的自主贡献最低标准，主权国家仍有较

大的“自由裁量权”。 由于气候变化属于公域治

理范畴，考虑其特殊性，很难实现统一的硬治理

路径。 而由正式制度构成的全球治理范式难以

满足所有国家的政治需求，促使更多国家开始

寻求一种全球中央权威之外的区域治理或社区

治理。① 如气候变化领域的城市联盟通过自愿

结盟的方式，诉诸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推动了

这种国家气候软治理模式蓬勃发展。
第三，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大国领导力赤字

随“逆全球化现象”日益凸显，非国家行为体为

回应逆全球化现象，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政治，形
成话语权建构的新路径。 在特朗普政府气候政

策全面倒退的时期，美国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

气候公共外交活动方面却日益活跃，并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地方气候行动。 来自美国各州和地

方政府、私营部门的近百位代表参与了迈克

尔·布隆伯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在联合国气

候大会设置的“美国气候行动中心”；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政府主办了两次全球气候行动峰会；②

美国民主党推动成立了“我会依然在”倡议，该
倡议旨在开辟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轨道，③相

关理念也融入拜登政府 ２０２１ 年关于气候危机

的行政命令中。 “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定会议”
和“城市气候防备和复原力工作组”④成为美国

不少地方层面履行《巴黎协定》的重要平台，３６０
多个美国城市将根据《巴黎协定》细则推进减排

工作，其中 ２５０ 多个城市通过了长期实现 １００％
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地方法案，这也成为美国“先
在国内采取行动，然后以此作为在国际层面推

广基础”的气候治理模式。⑤ 这一系列的气候公

共外交同官方气候外交一样产生了重要的国际

影响力，２０１９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期间，智利

总统 宣 布 成 立 “ 气 候 雄 心 联 盟 ”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 该联盟汇集了致力于在

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地方、城市和企业等，
其中很多来自美国。⑥ ２０２１ 年，美国拜登政府不

仅迅速宣布重回《巴黎协定》，而且计划加强社

区和私营部门参与，并建立民间气候行动工作

组，通过鼓励社区和社会组织来促进美国气候

领导力。⑦

第四，多利益攸关方参与也是联合国气候

治理体系变革的需要，它能有效拓展联合国气

候治理的社会支持，缓解执行赤字。 首先，联合

国气候治理机构有待进一步调整。 联合国缔约

方大会作为最高会议机关，是联合国各项重大

事项的统筹机构，其他主要机构包括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联合执行监督委员

会（ＪＩＳＣ）、技术中心和网络（ＣＴＣＮ）、气候变化

特别基金（ＳＣＣＦ）等，虽然共同指向气候变化治

理问题，但它们之间却缺乏明确分工和充分协

调，呈现出混杂而分散的状态，所有机构都希望

确保其独自界定的行动权力，无法形成合力。⑧

其次，联合国气候治理机构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需要“自下而上”的力量进行巩固。 多利益攸关

方能够就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表达独立意见，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Ｐｅｔｅｒ Ｌｅｉｇｈ Ｔａｙｌ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２６２－２７１．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瑞·布朗（Ｊｅｒｒｙ Ｂｒｏｗｎ）和前纽

约市长、彭博社创始人彭博（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发起“美国的承

诺”倡议，发布了《美国的低碳未来：美国气候行动的“自下而上”
气候议程》。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 ５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ＮＤ， Ｊｕｎｅ １０，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ｎｅｗｓｄｉ⁃
ｇｅｓｔ．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５０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 ＭｃＧｅｅ， Ｔｉｍ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ｌｖｉａ Ｉ． Ｋａｒｌｓｓｏｎ Ｖｉｎｋｈｕｙｚｅ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Ｋｙｏｔｏ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７，
２０１７， ｐｐ． ８１８－８２７．

２０１３ 年，奥巴马政府设立了联邦、地方和社区组成的“气
候防备和复原力工作组”。 Ａｌｉｂａšｉ Ｈａｒｉｓ， “ Ｐａｒｉ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ｃｏｒｄ
Ｓａｎｓ ｔｈｅ ＵＳ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ｐ． ３３－３９．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Ｌｕｔｓｅｙ， Ｄａｎｉｅｌ Ｓｐｅｒｌｉｎｇ，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２，
２００８， ｐｐ．６７３－６８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２０５０，” ＵＮＦＣＣＣ，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ｖｉｅｗ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ｄｅｔａｉｌｓ．
ｈｔｍｌ？ ｉｄ ＝ ９４．

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Ｂｉｄｅｎ， Ｊｒ．， “Ｔｈｅ Ｂｉｄｅ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ＩＤＥＮ ＨＡＲＲ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ｊｏｅｂｉｄｅｎ．ｃｏｍ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ｌａｎ ／ ＃．

石晨霞：“联合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

应对”，《国际展望》，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６－１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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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联合国气候信息公布的有力支持者，联合国

吸收更多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增强

了在专业上的科学性，尤其是多利益攸关方对

当前诸多气候信息的掌握，能够为联合国提供

更加真实可靠的气候数据。 一些国际伙伴关系

也将自己定义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补充，而不是替代方案，例如，“ＲＥＤＤ＋伙伴关

系”（减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

排放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协调《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进程中关于毁林和退化排放的措施。
国际能源机构（ ＩＥＡ） 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作为两个重要论坛，也为气候变化国际

合作提供分析与支持。① 此外，由于联合国的资

金来源存在依附性，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能够

拓展公共财政来源渠道。 随着气候治理从减排

温室气体发展到海洋、外空等多元空间治理，气
候治理机构的运行与治理实践也越来越需要资

金支持。 气候治理经费在来源渠道和分摊方面

存在较大的依赖性，联合国体制下的会费大多

以主权国家贡献为主，而作为气候融资重要主

体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能够有效提

升联合国气候治理的气候资金使用效率。

三、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发展

的局限性与路径选择

　 　 以气候变化谈判为中心的全球气候治理系

统不断演进，呈现出各行为体之间复杂、多变和

持续的互动进程。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

的上升期位于《巴黎协定》制定之后，如何与主

权国家在并存模式下增强协同效应，仍存在多

种困境：首先，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的价值诉求存在差异化。 多利益攸关方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但个人、企业

和国家等多利益攸关方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价

值取向仍有不同。 在参与气候谈判和治理时，
存在各自分散的政治偏好与利益联盟，具体表

现为：私营部门“天生”的逐利特性、不同智库专

家在气候变化及气候政策上存在认识分歧、社
会组织自身管理腐败等问题。 这些不同的价值

偏好影响了多利益攸关方之间相互协同的发

展，也使得多利益攸关方在同主权国家的互动

模式中存在合作、对抗和服务等多种可能。 从

当前来看，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缺乏统

一的协调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
书处在人员准入上掌握实质权力，以私人资金

获得准入资格的主体将可能扰乱气候谈判进

程。 其次，多利益攸关方代表性非均衡化发展。
就内部结构而言，多利益攸关方主要以观察员

身份参与气候谈判，但是被准入的观察员在类

型上并没有体现包容性，妇女、土著居民的“气
候正义”诉求未能充分表达。 同时，基于历史、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对气候治理

的公共意识形态有所差别，也体现出多利益攸

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国别不平衡性，美国和西

方国家社会组织的“强势”气候公共外交可能会

间接压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最后，多利益

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独立性较弱。 从国际法

角度来讲，有限的国际法地位使其参与气候治

理的规模和程度受到限制。 多利益攸关方并非

国际法意义上受到普遍承认的主体，其与主权

国家是一种共生并存关系，而不是替代逻辑。
正是由于主体上的局限性，多利益攸关方在强

权政治的主导下，通过倡议、游说等手段参与气

候治理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此外，社会组织的

独立性挑战也体现为资金来源的附属性。 当资

金短缺时，社会组织可能更倾向于从事商业活

动，以自身发展为优先，无法兼顾气候治理。 如

跨国公司参与气候治理主要是通过绿色投资，
但跨国经营风险波动使低碳投资的连贯性难以

保障，进而使气候低碳链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

考验。
针对上述局限性，面对多利益攸关方价值

差异化带来的协作冲突，需要对多利益攸关方

进行适当管理，挑选出相关主体参与气候谈判

进程；对于多利益攸关方代表性方面的不足，关

７

① ＩＰＣ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ＩＩ， “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２０７－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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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于增加代表机会供给，在坚持多边主义的

基础上，注重以“受气候变化影响”划分的代表

均衡；而对于独立性困境，需要从国际法和自身

视角，增强其在国际条约体系中的地位：
第一，以“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实

现多利益攸关方渐进参与气候谈判。 虽然气候

治理范式呈现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

型的趋势，但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主导的气候

治理模式被抛弃。 联合国体制是全球气候治理

的主渠道，对气候公约的达成、气候治理知识的

宣传及气候行动的监督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

用，缔约国的“自主贡献”报告制度等依然具有

督促缔约方国家加快气候行动的推动作用。 将

多利益攸关方纳入非缔约方范畴，与缔约方实

现气候治理的直接谈判与协商，是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的新阶段。 但由于多利益攸关方涉及

主体较多且日益活跃，加强对多利益攸关方参

与机制的构建有利于气候治理体系的有序化演

进。 结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社会组织的管理

机制，应为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设置规

范：其一，参与对象扩大化。 虽然联合国大会及

其附属机构早已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联合国

重要气候事项谈判的主体仍是主权国家。 根据

《联合国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咨商关系》，该决议

规定“‘组织’一词应指国家、跨州、跨地区等国

际性质的社会组织”，①跨国公司等其他国际关

系参与主体并未得到联合国正式决议的承认。
“马拉喀什全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确立的参与

主体不仅包括社会组织，更包括投资者、城市、
地区及跨国公司。 虽然联合国及主权国家对气

候治理公约及政策的制定具有较高的话语权，
但是气候治理实施的关键依然在于市场和社会

的力量，扩大参与对象将是气候谈判民主化的

重要体现。 其二，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 总体

而言，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主要由非政府组织

委员会统一安排，在具体管理中受到联合国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秘书处的双重管制，而“气
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主要负责气候治理缔约方与非缔约

方之间的组织协调。 非政府组织委员需要与

“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进行参与主体的统一

机制安排，采用统一的参与标准。 例如在准入

标准上，共同明确参与组织需要“与联合国目的

和宗旨保持一致，建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并且通

过民主组织章程”。 其三，妥善落实多利益攸关

方的激励机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当
前已经明确了多利益攸关方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气候大会谈判，但已获批准的相关主体依然有

限。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确立了一般咨商地位、
特殊咨商地位及入列名册三种非政府待遇。 拥

有一般咨商地位和特别咨商地位的组织可指定

授权代表作为观察员，列席理事会及其附属机

构的公开会议，列入名册者可派代表出席与其

职权范围内事项有关的会议，具有一般咨商地

位的组织在书面陈述和参与机会条件方面都比

列入名册组织更加优越。 从列入名册到取得咨

商地位，最后作为观察员身份直接参与气候大

会谈判，这既维持了先加入的多利益攸关方的

参与积极性，又鼓励后加入的新兴主体通过“晋
升机制”扩大自己的参与范围，在气候谈判中实

现自己的话语权。 其四，构建监督机制。 当前，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利马

会议议程等决议主要在基本原则上扩大了多利

益攸关方的参与权，应该加强对其参与气候治

理进行有效的监督机制建设。
第二，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

推进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进程，提高参

与气候治理论坛的频率。 《巴黎协定》的动态机

制包括严格的集体温升目标、定期的全球“盘
点”、旨在通过“公开点名”促进遵守的同行审查

机制， 以 及 逐 渐 增 加 “ 国 家 自 主 贡 献 目 标

（ＮＤＣ）”。②它还要求 １９４ 个缔约方就复杂而冗

长的条约的每一个细节做出协商一致的决定，
而随着时间推移，代表不同利益的谈判集团形

８

①

②

“联合国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咨商关系”，联合国官网，ｈｔ⁃
ｔｐ： ／ ／ ｅｓａｎｇｏ．ｕｎ．ｏｒｇ ／ 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Ｊｏｎ Ｈｏｖｉ， Ｄｅｔｌｅｆ Ｆ． Ｓｐｒｉｎｚ， Ｈåｋｏｎ Ｓæｌｅｎ ａｎｄ Ａｒｉｌｄ Ｕｎｄｅｒｄ⁃
ａｌ， “ Ｔｈｅ Ｃｌｕｂ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０７１－１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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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根深蒂固的立场，气候政治谈判已经产生

了效应递减。 而与主权国家政治谈判不同，无
论是全球层面、区域联合治理还是国内层面，多
利益攸关方灵活参与蔚然成风，其参与气候谈

判的路径也主要分为“大多边主义”与“最小化

多边主义”两种方式。 “大多边主义”气候联盟

强调平权国家之间实现多边气候治理，“最小化

多边主义”则强调主权国家与多利益攸关方共

同参与单元构建。① 出于提升气候治理机制效

率的考量，安德鲁·莱特（Ａｎｄｒｅｗ Ｌｉｇｈｔ）认为，
“二十国集团和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产
生了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更多的

多边和双边成功案例。② 面对各种俱乐部形式

的政治联盟的兴起，最小化多边主义将是多利

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的重要路径。 其一，需
要将气候变化作为最小化多边主义的正式议

题。 “最小化多边主义”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盟最

初的议题可能集中于军事、领土或者经济，但随

着气候变化处于各领域的上位概念，越来越多

的最小化多边主义非气候专门组织开始纳入气

候专题，如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就是由经济合作

开始扩展到能源、可持续发展和气候等多元合

作的论坛。 其二，大多边主义并未控制参与主

体的数量，小多边主义通常由少数具有共同价

值目标的核心成员实行，强调共同利益政治联

盟作为多边主义的构成基础。 而“最小化多边

主义”侧重于缩小谈判规模与代表国家类型化

参与，吸收“最有能力”“最负责任”“最脆弱”等
不同类型国家的多利益攸关方，小范围参与气

候谈判，减少最大化多边主义带来的地缘政治

分歧。 此外，将多利益攸关方纳入“共同但有区

别责任”承担联盟，增强气候谈判的“输出合法

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巩固了气候

变化治理多边主义的实践，为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之间在权力、财富、收入、风险和机会方

面的不对称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逆

向歧视。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虽然从理论

上为发达国家承担气候治理责任提供了理论与

伦理基础，但是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倾向

于“搭便车”，逃避气候治理责任。 可见，扩大多

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只是“输入合法性”的
表现，如何具体承担责任才是提升谈判结果的

输出合法性的关键。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最小化

多边主义达成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协议，使
责任承担主体社会化，这在打破贸易壁垒、获得

气候融资、分享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技术

知识等方面也将具有重要的作用。③

第三，提升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谈判体系

规则中的地位，完善自身管理机制。 从强制力

角度划分，气候谈判规则体系包括硬治理和软

治理两种类型。 前者以《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

为代表，后者主要作为不具有强制力和非国际

公约的规则体系统称。 从治理效果来看，软法

具有弹性的执行遵约系统，并且规则的制定较

为灵活。 在多数情形下，遵约效果反而优于硬

法。 例如，《奥胡斯公约》赋予多利益攸关方参

与环境治理的各项权利，包括决策权、方案制定

权及拟定规章权等，④对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产生

了较大影响。 因而在气候谈判体系中，应该进

一步加大多利益攸关方进行软法规则制定的权

利，国际行业协会和组织正不断通过“气候中

和”相关标准，如国际海事组织通过了能效设计

指数和船舶能效管理计划标准，以在未来实现

航运领域的零排放。⑤ 除软规则制定权外，还应

将完善对地方、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气候治理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ｂｙｎ Ｅｃｋｅｒｓｌｅｙ，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ｏｒ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２， ｐｐ．２４－４２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ｉｇｈｔ， “Ｓｈｏｗｄｏｗ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ｔ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
ｅ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ｒｇ ／ ｉｓｓｕｅｓ ／ ｇｒｅｅ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１８ ／ ７０４９ ／
ｓｈｏｗｄｏｗ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ａｔ－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 ．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ａｍｐｆｅｒ，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ＦＣＣＣ？ Ｔｈｅ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６， ｐｐ．６２－８８．

郝雅烨子： “论气候变化条约体系中非政府组织的地

位”，《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第 ２０－
２４ 页．

Ｓｈｉ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ＭＯ’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Ｓｈｉ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ｈｉｐ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ｈｏｗ－ｔｈｅ－ｉｍｏ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ｉ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ａ－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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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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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机制，之前的监督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
媒体传播等途径发挥功效，影响力较不稳定。
在气候规则体系中，将多利益攸关方正式纳入

遵约督促程序，赋予其提交调查报告、提起司法

诉讼等权利。

四、中国多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

全球气候治理现状与应对

　 　 《巴黎协定》面临经济停滞、民粹主义、新冠

肺炎疫情及领导力赤字等诸多难题，全球气候

集体行动困境仍待突破。 多利益攸关方直接参

与气候谈判，能够实现与主权国家的共商共享

共建，促进国际气候治理制度的有效性得到提

升。 以多利益攸关方为代表的地方气候外交缓

和了主权国家的直接利益冲突，有助于气候治

理改革和演变。 在多利益攸关方不断参与气候

治理进程中，中国城市、跨国公司和社会组织也

越来越重视国际合作，并在气候地方外交、公共

外交等领域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 然而与美

国和西方把多利益攸关方参与作为有效的公共

外交政策工具不同，中国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全方位

提升相关能力和制度建设，实现中国多利益攸

关方参与的行稳致远。
４．１　 中国多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现状

来自中国的多利益攸关方正在积极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 从民间治理网络的快速发展到城

市优先表率作用的发挥，中国正在全球治理领

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自签署《巴黎协

定》以来，来自中国的组织与企业不断提高其参

与全球气候行动的积极性，共享来自中国的生

态文明建设先进理念与实践。 另一方面，城市

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性不断突出。 作为碳中

和与气候合作进程中的重要非国家行为体，城
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

视。 与此同时，更应当意识到中国多利益攸关

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仍存在可观的发展空间。
第一，民间气候治理网络快速发展。 中国

自签署《巴黎协定》以来，无论是城市行为体，还
是社会组织及企业参与气候行动的积极性都在

不断提高，国内智库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塔拉

诺阿对话”，分享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进理念与

实践。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在北京成立，旨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并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

色可持续发展。 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帮

助各成员国增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发展

等能力建设方面的作用不断提升。① 例如，中国

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ＣＣＡＮ）促进和推动不

同层次水平上的信息共享和联合行动，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同时与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ＣＡＮ）开展交流合作。 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

网络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举办中国

角社会组织专场边会，组织中欧、中非等双边交

流，以及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递交本网络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立场书等形

式，将中国环保社会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

经验传播到国际社会。 而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的中

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ＣＹＣＡＮ）也通

过国际会议和网络合作在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的参与度。 由此可见，随着民间气候治

理网络的不断出现，中国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呈

现国内网络化与国际谈判参与的同步发展，然
而中方具有联合国咨商地位的组织机构仅 ７０
个，不到总数的 １％，美国和西方国家构成了绝

大多数联合国咨商地位组织。② 同时，国际气候

变化行动网络、地球谈判公报（Ｅａｒｔｈ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简称 ＥＮＢ）等美国和西方治理网络主导

气候谈判的信息通报、媒体宣传等领域，中方影

响力和话语权存在明显短板。
第二，城市的率先行动与示范。 随着国家

间层次全球气候治理局限性的日益凸显，以城

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全球治理领域发

０１

①

②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２０１９ 年度报告”，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ｇｚ ／ ｙｄｑｈｂｈ ／ ｑｈｂｈｌｆ ／ ２０１９１１ ／ Ｐ０２０２００１２１３０８８２４２８８８９３．ｐｄｆ。

参见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网站统计数据，ｈｔｔｐ： ／ ／ ｅｓａｎｇｏ．ｕｎ．
ｏｒｇ ／ 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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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 气候变化不仅涉及城

市环境问题，更是城市的发展问题。 城市在全

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得到重视，成为

碳中和与气候合作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 近年

来，全球气候治理与国家经济发展结合得更加

紧密，城市在低碳发展进程中的表现突出。 在

国内城市建设方面，中国注重城市的绿色发展。
中国 ２０１６ 年开始实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方案》，选择 ３０ 个典型城市开展气候适应型城

市建设试点，②这将有助于提升城市适应气候变

化的能力。 作为中国城市探索参与全球气候治

理的重要落脚点，中国探索建立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并在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等城市开展

试点工作，为建设全国碳市场提供了诸多可复

制的经验，２０２１ 年基于城市试点的中国碳市场

将与欧美碳市场对接。 在国际城市气候合作方

面，中国积极推动各国城市的气候治理合作。
中国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等，都
是 Ｃ４０ 城市联盟的成员，③并在全球气候治理和

低碳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还举办了

２０２０ 年第十九届世界低碳城市联盟大会暨低碳

城市发展论坛，旨在积极探索并努力实践绿色

低碳的生态湾区。 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也是

中国推动城市间气候治理合作的重要平台，其
中，“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圆桌会议就加

强城市间绿色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交流。 可

见，中国十分重视城市这一次国家行为体在全

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并且注重提高城市在气

候治理中的积极性和行动力，但中国城市还未

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构建软权力，距离美国和

西方国家城市创建的国际地方环境行动理事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ｉ⁃
ｔｉａｔｉｖｅｓ，简称 ＩＣＬＥＩ）、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Ｃ４０）等还有一段距离。
第三，中国正在加强多利益攸关方对气候

变化治理的参与。 中国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方面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同英法

等国家相比，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和方案”方面还存在更多空间。 在未来的气候

公共外交中，中国依然需要社会组织在重大国

际场合以民间的形式讲述中国的气候政策与行

动，传播中国的国际气候合作和全球气候治理

理念，促进中国与世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人文

交流并推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具体而言，中
国可以通过以下四方面来提高多利益攸关方的

参与度：首先，在政府培育方面，政府需充分考

虑如何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政策和体制环

境，提高社会组织合法性，突破资源瓶颈。 其

次，改革社会组织参与气候外交的外交体制，拓
展社会组织参与气候外交事务的范围和层次。
再次，为社会组织与企业、气候问题科研机构、
学界、媒体的合作搭建平台，提高社会组织参与

气候援助、国际环保技术合作、气候人文交流和

气候传播能力。 最后，在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

建设方面，社会组织未来发展应该以能力为本，
将自己的未来发展与国家的气候外交战略结合

起来，可以采取由易到难，由内到外的路径，根
据不同的困难或者短板制定不同的应对措施。
中国本土的社会组织起步较晚，要在短时间内

实现科学发展就需要多方面共同发力，在内外

力相互协同的作用下得到提高。
总之，中国在气候领域的作用愈加突出，而

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则能够推动中国成为气候

治理的领导性力量。 在未来的气候公共外交

中，中国仍需积极面对来自外部的机遇与挑战，
并整体加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参与度和

领导力。
４．２　 深化中国多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全球气候

治理的思考

中国想要加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
还需进一步加强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度，积极

运用多利益攸关方途径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

理，具体包括完善中国气候援助实施方式、加强

１１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Ｊ．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ｒｏａｄ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Ｋｙｏｔｏ，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网站，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０２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４７３０２．ｈｔｍ。

Ｃ４０ 城市联盟是以推进世界城市气候行动为目标的重要

城市间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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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的投入及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等方

面，并且加强同多利益攸关方的合作，深化中国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首先，不断

完善中国气候援助实施方式。 在官方气候援助

领域，中国政府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累计支出

２．７亿元人民币（约合 ４ ４００ 万美元）用于开展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举办 ２００
余期气候变化和生态环保主题研修项目，为有

关国家培训 ５ ０００ 余名人员，①但社会组织的参

与程度非常有限。 ２０１５ 年召开巴黎会议前，中
国宣布出资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基金”，即使在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政府

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发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２０１７ 年度报

告》来表明自身的坚定立场。 除官方外，社会组

织也应该是重要的气候援助实施方，因为民间

领域的社会组织往往扎根基层，运作高效、反应

敏捷且拥有同行网络的支持，这有助于保障援

助资源的合理、高效使用。 由于援助国与受援

国之间往往存在明显的社会与文化差异，就需

要通过社会组织发起民间合作项目并构建合作

伙伴关系，在民心相通的交流过程中减小这类

差异的负面影响，同时降低国外某些受西方影

响的社会组织的非议与干扰。 就经验借鉴意义

而言，社会组织一直在外援机制较成熟的国家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多发达国家在提供国际

官方发展援助（ＯＤＡ）时，注重通过建立专门的

对外援助机构来协调政府援助投入同社会组织

实施之间的互动，如美国国际开发署（ＵＳＡＩＤ）、
英国慈善委员会（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和日

本国际协力机构（ＪＩＣＡ）。 这类组织通过项目委

托和资金支持的形式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有助

于在援助过程中提供更加专业化的管理、项目

运作全生命周期的监督，以及推进项目综合社

会网络的建立。 可见，非官方组织在气候援助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应当借鉴先进经

验，加强非官方组织在气候援助中的地位和参

与度，与官方机构一道参与实施气候援助。
其次，加强私营部门的投入，提升中国在气

候治理中的引领力。 ２０１６ 年，中国在二十国集

团杭州峰会上推动“绿色金融”首次进入了核心

议题，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共同主持主导编

制了绿色金融综合报告，通过带动私营部门投

入，提升中国在气候治理中的引领力。 除此之

外，中国也通过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亚洲发展投资银行、南南气候合作基金等机

制，推动绿色金融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广义而言，中国于 ２０１７ 年启动的

全国碳市场也是绿色金融的一部分。 在目前的

国际绿色金融治理体系中，气候治理和金融治

理之间还存在严重割裂：关注环境保护的机构

与关注金融监管的机构之间还未能建立任何正

式的沟通渠道，这就为社会组织的介入和服务

提供了重要契机，各社会组织可以在标准设定、
规范接纳，以及政策监督方面发挥影响。 例如，
“赤道原则”是国际银行界首次制定和认可的全

球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标准，全球环境研究

所等八家中国社会组织曾与《经济观察报》等媒

体携手合作，推出国内首个 “绿色银行创新

奖”，②从而推动中国银行界接受“赤道原则”，
有利于国内银行业在设立行业标准和促进绿色

金融方面的发展。 在这些现有工作的基础上，
中国需要以城市、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气候公共

外交中，深入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提高

气候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中的参与度，从
而逐步促进中国建设全球环境领域“人类命运

共同体”。 此外，中国应当将“一带一路”倡议作

为中国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舞台，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启动的“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由 １００ 多家中外机

构组成，中国需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使其中的可持续

发展内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以国际法

的形式得到确认，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全球

气候治理领导力。

２１

①

②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ｎｄｈｆ ／ ４４６９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６９６６９９ ／ １６９６６９９．ｈｔｍ。

该奖项强调金融部门的信息披露、绿色信贷和社会责任

履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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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等主体的作用 。 在

后巴黎协定时代“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模式中，
中国在开展气候外交时要充分考虑社会组织的

力量，通过气候公共外交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 中国需要鼓励社会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参与

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推动他们

针对环境、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等议题的国际合

作，需要依赖社会组织在重大的国际场合以民间

的形式讲述中国气候政策与行动，传播中国的国

际气候合作和全球气候治理理念。 这既包括同

国际社会组织的协商和协作，又包括支持本土社

会组织积极参加各类国际会议、全球性公益活动

与专业研讨活动。 在后巴黎时代，中国在气候治

理中的引领作用需要采取相应鼓励社会组织参

与政策，因此，需要鼓励本土社会组织同其他国

际社会组织进行交流互动。 加强同多利益攸关

方的合作，撬动公共部门、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

等一切可以推动合作的力量，协助落实所有行动

和具体目标。 同时，可以积极加入各类既有的国

际气候能源类组织、气候治理政策倡议网络等，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网络性治理，特别注重结合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角度推进一些创新性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
如建立“一带一路”智库网络、绿色社会组织联

盟、南南合作社会组织网络、生态环保综合治理

平台等，推进中国在气候治理中的引领与协调能

力。 在国际层面，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社会组

织及跨国政策网络等在已有的领域合作中已经

发展得比较成熟，因此，要加强与政府间国际组

织、国际社会组织以及各种跨国倡议政策网络之

间的沟通与协作。
最后，积极运用多利益攸关方途径参与全

球气候谈判与治理。 为促进中国多利益攸关方

更好地参与气候谈判，需要从国内法律机制、交
流模式和责任承担等角度为多利益攸关方提供

“中国方案”与“中国支持”，也应积极采用多利

益攸关方途径进行气候治理谈判。 其一，完善

国内法律机制，促进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

判。 中国需要严格规范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

谈判的登记规则，采用事先事后双重监督模式，

对多利益攸关方设立准入标准，但也要适当调

整登记门槛，保障制度弹性。 其二，增强多利益

攸关方气候谈判交流互动，实现多利益攸关方

气候谈判的豁免。 “职能必要” （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理论①作为国际组织豁免

的主要理论基础，早已成为国际法学界的共识。
为了提高多利益攸关方主体在气候谈判中的影

响力，赋予一些重要社会组织、跨国公司的代表

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法权利或将成为必要条

件。 同时，实现多利益攸关方与“自主贡献”契

合，以承担国际责任来增强中国气候谈判领导

力。 将多利益攸关方自主贡献纳入管理体系，
这不仅有利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尽早实现，也
能够为其他多利益攸关方主体树立典型。 其

三，在中国举办的气候大会中，设立多利益攸关

方主体的主题边会；在疫情期间的全球治理中，
应抓住 ２０２１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１５ 次缔约

方大会（昆明）、２０２１ 年《湿地公约》第 １３ 次缔

约方大会（武汉）等机会，实现卫生—环境—气

候议题组合， 以议题之间的联动效应促进更多

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谈判。
综上所述，在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的

今天，多利益攸关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增强，多利益攸关方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

革，多利益攸关方存在多种局限，但多利益攸关

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参与路径和议程

设置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中国作

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应加强本

国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度，既帮助解决多利益

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困境，又促进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更加强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中的领导力和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编辑　 贡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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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职能必要理论（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国
际组织在法定职能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法人格，享受权利并履行

义务。 授予国际组织豁免时，可适当考虑国际组织实现其目的和

履行其职能的需要，参见梁西著：《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８－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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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ＹＵ 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１

（１．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３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ｉｓ ａ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ｒ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Ｐａｒｉｓ” ｅｒａ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ｍａｋ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ｏｐｅ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ｉｔ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ｐ⁃ｄｏｗ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ｓ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
ｅｒ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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